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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最有共识、最有优势、最富挑战的战略方

向，亟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理论探索。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更加专注于创新系统

内部，注重单一空间的创新要素与创新活动组织问题，忽视了全球和区域之间要素的关联模

式，缺乏在全球视野下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综合观察。由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

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以“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和

“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为链条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

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三重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需要实现三重网络的协同效应。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双核心与双链

条的发展情况，并以此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和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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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的重中之
重，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有共识、最具优势，也最富挑战的方向。这不仅仅是粤港
澳大湾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更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
战，参与全球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砝码[1-4]。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走到了新的
历史发展时期，已不能再走模仿创新、跟随式创新的道路，必须要有引领性的创新，形
成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国内现阶段最符合这一条件的区域之
一，经济活力强、科技创新资源集中、新兴产业发展活跃，是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和科技
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5]，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得天独厚的条件。

然而，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仍需要应对一系列问题与挑
战。例如，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方面，湾区产业结构有待优化，绝大多数产业仍处于
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内部发展差异较大阻碍湾区进一步提升；在体制机制对接方面，
粤港澳三地由于政治法律经济体制的差异，规则对接困难，阻碍深度融合；科技创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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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由于经济结构与体制机制的差异性等原因，创新要素流动不畅，创新空间“聚而不
联”，科技成果应用与转化乏力；另外，生态环境制约与逆全球化趋势对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成挑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阶段、产业特
征、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独特性，以上问题特征往往明显区别于其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有必要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特征、动力与模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粤港澳大湾
区区域发展的规律性与独特性，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相关理论框架
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创新资源高度集中、科技产出丰富、科技服务范围广泛的特殊
区域，是全球创新网络中的重要枢纽与节点，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当中占据支配和主导地
位[6, 7]。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本身是一个网络化多层次的生态系统，其构成要素和要素间的
相互作用规律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课题。通过一系列理论和案例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核心要素特征主要包括几个方面[7-9]：创新要素的集聚（主要包
括高水平院校和科研机构等）；支柱产业的多元化、影响力和引领性；政府高效的保障和
监管能力；科技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能力；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氛围以及良好的基础
设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三螺旋理论”“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等一
系列创新系统理论，为区域创新研究提供了有效理论工具。然而，已有的理论或专注于
单一空间的创新要素与创新活动组织问题，或关注于全球尺度上的创新要素与创新活动
组织模式，忽视了全球和区域之间要素和组织密不可分的关联[10]，缺乏宏观与微观结合
的综合视角。由此，本文将在总结经典创新系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探索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的全球模式及其区域响应过程的理论框架，并在该理论框架内，结合粤港澳大
湾区历史阶段、产业发展、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等方面的特殊性，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并提出建设的路径。

2 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研究

双螺旋与三螺旋理论是经典的创新系统理论，关注知识生产的动力机制。创新双螺
旋模型认为技术创新和市场应用的良性互动促进创新活动的不断发展，强调技术创新在
经济领域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共同构成了创新生态系统。三螺
旋理论（Triple Helix Model）提出区域创新系统包括政府、大学、产业三个主体，三者
之间互相促进、螺旋上升，不断推进区域的科技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11]。Etzkowit认为政
府、大学和企业三者之间的互动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政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
重视知识对于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致力于大学和科研工作与产业之间的密切结合；大
学为了增加知识溢出效应，获得更大的支持，倾向于加强与政府和企业间的联系；政府
作为政策制定者，往往全力支持大学和产业间的协同创新，并提供相应的政策、资源倾
斜，鼓励两者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 [12]。政府、大学、产业三者之间的合作与

“功能交叠”使行政力量、科研力量和生产力量协调统一起来，塑造健康的创新环境[13]。
过程中的关键在于打破边界的沟通，建立起网络化的运作机制，为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社
会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国家创新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强调创新网络的构建与创新在网络中的形
成与传播[14,15]。它着重于对国家创新行为的组织和活动模式研究，并确定特定行业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机构和参与者，强调国家创新方法的多样性。Porter团队在2002年提出了基
于集群创新的国家创新能力模型[16]，强调创新成果在世界层面的原创性（“new-to-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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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认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创新基础设施，还取决于集群的创新环
境与创新基础设施之间联系的质量[17]。其中，创新环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高质
量的创新要素投入，例如科学家、工程师和相关技术人员的可获得性。第二个决定因素
是本地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对成功创新者的奖励程度，即关于创新的正面和负面的激励措
施，例如知识产权保护，影响特定产品生产创造的法规，来自本地和国际的竞争压力
等。第三个决定因素是客户的需求，对质量敏感的本地客户群倒逼企业和科研组织进行
创新，他们鼓励国内公司寻求全球领先的创新。第四个决定因素为相关和支持产业的可
获得性，即纵向和横向相关产业的密度和相互联系，这使得知识溢出、交易效率和规模
经济产生正外部性。

总体而言，国家创新能力理论模型将创新投入、客户需求、企业竞争和产业联系都
纳入了国家创新能力的考察范围，为创新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更全面的思路。然而将公
共基础设施和创新环境两方面进行二元制划分具有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具
有并列关系，并且把创新能力归结为创新环境和联系利用创新环境的能力并不是十分妥
帖，创新产出才是创新能力的最终体现[18]。

当国家创新系统泛化为区域的层面时，Cooke等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地理上
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2]。区域
创新系统强调本地化特征，区域科学的学者广泛讨论了地理邻近性、本地制度和社会背
景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即本地化优势和空间集中所带来的利益，又涉及知识创造
和传播过程发生的地域规则、惯例和规范。在产业和企业层面，Engel等认为创新集群由
初创企业、相关支持企业和成熟企业组成，企业间具有一定的地理集中度，在这样的生
态系统中，人员、资本和技术资源的流动性很强，重点强调新兴公司的不断涌现，公司
将新技术商业化，创建新市场并进入全球市场的现象和过程[19]。

国内学者针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理论进行研究，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具备机
构和基础设施的卓越性，原创研发与技术转移能力，产学研协同能力和较强的区域带
动作用[20]。杜德斌提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要素构成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其中人才位于
最高层次，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核心要素；大学、企业和政府位于主体层次，三
个主体要素的交互关系对区域创新系统具有推动作用；支撑层次由多种环境要素构成，
主要包括创新文化、创新资本、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专业服务四个方面，其作用在于对
创新高效运行的保证，并通过对企业、大学和政府的影响体现出来。他强调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是多类型科技要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而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则取决于各种创
新环境要素共同形成的创新生态系统 [21]。杨拓等则提出了国际科创中心动力驱动模型
[22]，分为内部协同与外部驱动两个部分，两者共同构建国际科技中心的竞争优势。内部
协同为企业、科研机构、风投机构、高校和政府之间的协同，外部驱动则包括了市场需
求、市场竞争、技术转移、成果孵化、投资收益、区域发展等各种动力。

综合来看，经典的创新系统理论都遵循着“主体-活动-环境”三要素进行讨论与设
置。在对创新活动主体的讨论中，三螺旋理论和杜德斌提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认
为“政府、大学和企业”为创新系统的三主体，而杨拓提出的理论模型则加上了“科研
机构和风投机构”两个主体。但不论创新主体的形式如何，创新系统理论都直接或间接
地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人才作为科技创新活动的唯一执行者，贯穿于创新活动的
全过程，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与关键。在对创新活动和创新环境的讨论中，创新
系统理论普遍认为，加强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重叠、互动与协同，能够
有效提升创新能力，促进创新产出，这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系统的主要活动，提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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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能力、增加科技创新产出、扩大系统的科技影响力是创新系统的主要目的与实现
形式。

3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

创新是一个全球的过程[19]，创新多极化、创新全球化、创新集群化是全球创新格局
的主要趋势[23]。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本质上要构建一个区别于国
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创新系统。国际创新系统以正式的科技与知识交流为基础，其合作交
流往往是跨国界和跨领域的。需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纳入全球网络
的视域范围内进行研究，将创新的外部性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动力模式，探索
围绕外部性形成核心要素的全球组织与配置过程。由此，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般理论
模式的基础上，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独特性与适用性，从理论上
重视全球视角与区域视角的综合，既考虑到创新系统内部的主体、要素与组织过程，又
围绕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外部联系探讨其核心要素的全球组织过程，重视要素间的传
导结构与逻辑关系，提出了链状结构的传导、驱动模式，规避了以往理论中对要素的简
单罗列。新模型将创新主体、要素，创新活动与创新环境，创新系统的外部联系综合了
起来，既注重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以产业创新为抓手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注重了粤港澳大湾区未来长远发展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
3.1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的关联结构

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关联的创新主体通过区域和全球的创新合作构建起全球创新网
络[24]。由于网络中的权力不对称，全球创新网络不是区域创新网络的简单叠加，而是创
新主体和要素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被重新组织起来，直接影响网络内供应商、分包商等
非核心参与者的网络地位、战略取向和发展前景[25]。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资源密集，
创新活动活跃，科技实力雄厚，影响
范围广泛，是全球创新网络的核心节
点。同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科
技”和“人才”为核心，通过产业
链、创新链、价值链，在全球生产网
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中发挥显著作用并
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经验与
经典理论说明，“科技”和“人才”
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两个核
心：“科技”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最
主要的活动，也是最重要的产出；人
才是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具体实施
者。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政府等
创新主体通过吸纳创新人才，开展科
技创新活动，在制度保障和各平台、
各专业服务机构的支撑配合下，最终
形成创新产出（图1）。对于粤港澳大
湾区而言，产业科技创新是其建设国

图1 全球视野下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
Fig. 1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eoretical

model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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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已经通过产业跟随式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等形
式，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并逐步提升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增值能力，未来更
重要的是如何进一步强化产业的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对全球生产网络价值增值的支配能
力。相比产业创新，人才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挑战。世界一流湾区
的人才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城市宜居性等硬环境和城市制度环境等软环境。从这两方面来
看，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国际吸引力的人才环境尚存在较大欠缺，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粤
港澳大湾区高端人才集聚功能尚需要进一步强化。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要着力成为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的三重核心枢纽，具
备全球科技与人才资源为核心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影响力。

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人才汇集与环境改善提升城市功能，实
现在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中的角色重塑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的根本目的之一。由于产业结构、制度环境等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不同于其他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的特征，因此本模型强调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同时强调人才与城市
环境和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此外，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特征与港深等世界级城市的存
在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定是以开放的结构充分嵌入世界网络。
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通过科技推动产业升级，通过人才促进城市发展，嵌入全球生产网
络和世界城市网络，最终加入生产网络、城市网络和创新网络三者组成的大循环当中，
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世界城市网络的重要枢纽和全球创新网络的核心节点。
当然，本文提出的两条链条并不是割裂的，加强链条之间的连通性，更有利于创新系统
的成熟与高效运行。
3.2“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传导结构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最重要的是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知识产生、输出与扩散是创新
系统的源动力。区别于其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发达，企业创新活
跃，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能力强，对当地产业升级与生产能力的提升有较大作用，科技-产
业-全球生产网络链条结构传导效应明显。以知识的生产（基础理论研究、高端人才培
养、发表科技论文等）作为起点，经过成果转化过程（专利、新产品、技术扩散、知识
溢出等），即一系列产业培育/孵化、市场开拓、产业升级、学习模仿后形成了竞争力较
强的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发展成为全球产业网络和技术网络中的支配性节点[26]。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过程中，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生产能力是重要的一步，这
其中，产业孵化、产业升级、集群发展以及技术关联对产业创新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27]。
以旧金山湾区为例，20世纪50—60年代，旧金山湾区的产业发展落后于美国东海岸的电
子业和半导体业，正是由于 1971年微处理器的发明大大增加了旧金山湾区的产业竞争
力，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也是最富有的地区；进入20世纪80年代，硅谷经历了一段低谷
时期，20世纪90年代软件业的崛起带动湾区再一次进入了蓬勃发展期。旧金山湾区就此
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聚集了大量的互联网巨头和高科技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迅速，
创新的驱动能力非常明显。科技成果产业化主要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需要创造有利
条件激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进行科学技术研发，一方面需要搭建平台，建立支撑
保障体系促进产业孵化。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创新工场、大学生实习基地和成果转化基
地能够为新兴企业和年轻的公司提供价格低廉的办公地点、商业援助和交流机会。这些
创新创业的平台往往更倾向于可商业化的应用研究，相比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基础研究内
容更接近市场，推动了商业应用和价值创造，更有利于获得潜在的投资和天使投资人的
青睐。创新成果商品化需要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私募投资等资本的支持，因此完善发
达的资本市场必不可少；创新企业还需要法律、金融、财会等专业技术服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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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产业升级和产业集群的形成加速了区域更加广泛而深入
地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当中，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凭借其发达的创新引领能力，成为全球新
知识、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策源地和生产地之一，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当中
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各创新集群由于其优势产业不同，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承担着不同
的角色。WIPO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 [28]当中（表1），东京-横滨集群电机、仪
器、能源等产业构建起了以制造业为主的东京湾区；圣何塞-旧金山集群计算机技术发
达，汇集了谷歌、微软等互联网巨头；纽约集群凭借其发达的生物医药创新能力，制药
业空前发达；而深圳-香港已发展成为重要的数字通讯技术中心；广州则以电机、仪器、
能源为主。从合作网络来看，创新集群的服务范围存在差距。深圳-香港进行科学合作和
专利合作最多的创新集群均为北京，广州科学合作最紧密的是北京，专利合作最紧密的
集群为深圳-香港。同时，武汉、西安、成都、重庆、合肥都将深圳-香港作为专利合作
最紧密的伙伴。与之相比，位列第一的东京-横滨创新集群与本国创新集群联系更加紧
密，而圣何塞-旧金山与纽约创新集群的对外联系则表现得更加广泛，“创新国际化”的
水平更高，是全球创新的核心地带。

在链条的首端“科技”的部分，珠三角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低成本生产要素创
造出经济奇迹，然而其得以持续发展并升级的动力更多的来自于区域内的企业的创新能
力 [29]。以深圳、东莞等地区制造业为代表的“世界工厂”产业基础雄厚、要素禀赋丰
富，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典型示范区[30]。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逐步提升，粤港澳大湾
区目前已具备良好基础研究平台，正在建设形成空间分布上集聚、学科方向上关联的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创新集群。粤港澳地区拥有各类高等院校170多所，世界百强高校4所，
已获批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和深圳拥有30余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佛山、东
莞、中山和珠海的企业建立了不同层级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大型国家研究院，成为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中坚力量。此外，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制造基础扎实，建立了世界级
的产业集群，具备创新成果孵化的全产业链体系，优异的学习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

表1 2019年全球创新集群排名（节选）
Tab. 1 Global innovation cluster ranking in 2019 (selected)

排名

科学出版物（篇）

PCT申请量（件）

排名第一的科学领域

排名第一的专利活动
领域

主要科学合作集群

主要专利合作集群

东京-横滨

1

144559

108973

物理

电机、仪
器、能源

大阪-神
户-京都、
名古屋

大阪-神
户-京都、
名古屋

圣何塞-旧金山

5

88243

38399

化学

计算机技术

波士顿-剑桥、圣地亚
哥、洛杉矶、休斯顿、
波特兰

北京、波士顿-剑桥、圣
地亚哥、华盛顿特区-巴
尔的摩、洛杉矶、西雅
图、芝加哥、明尼阿波
利斯、新加坡、罗利(北
卡罗莱纳州)

纽约

8

133195

12329

神经科学&神经病学

制药

波士顿-剑桥、芝
加哥、费城

上海、休斯顿、
费城

深圳-香港

2

45393

55433

工程

数字通信

北京

北京、广州、武
汉、西安、成都、
重庆、合肥

广州

21

59762

4029

化学

电机、仪器、
能源

北京

深圳-香港

注：表中数据根据文献[28]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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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链条首端和中端的链接上，香港、广州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积累了大量的专利成果
和科学技术，深圳如今是国际科创成果重要的孵化基地，香港则能够为科技转化提供广
阔的投融资服务，珠三角具备强大的制造业能力，这些资源都使得大湾区有潜力成为先
进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未来，“香港深圳孵化+其它城市产业化”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模式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将积极打造国际高新技术转移和
产业化基地。

链条中端“产业”的部分，粤港澳地区的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金融科
技等战略新兴产业全球领先。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拥有高新技术企业逾3万家，世界500
强企业 20家，独角兽企业 16家，上市企业超过 1800家，2017年大湾区专利申请达 17.6
万件，远高于纽约湾（1.2万件）、旧金山湾（3.5万件）以及东京湾（2.2万件）三大湾
区的总和，且PCT国际专利产出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正在以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更高水平工业化，从“制造”向“智造”转型升级。

在链条的中后端链接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部分，粤港澳大湾区自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合作模式，港澳实现了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珠三角九市则
迅速实现工业化，成长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发达，但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处于较低端的
水平，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配置能力不强。随着湾区科技产业的发展，区域产业孵化与
科技服务能力大大加强，形成了具有世界尖端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和组织，科技溢出效
应明显，基本实现了研发、生产与营销网络的全球布局。粤港澳大湾区以企业应用为导
向的科技创新活动活跃，创新资源要素的全球布局与配置能力增强，在全球生产网络和
价值链中实现了角色重塑与质的飞跃，已发展成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重要枢纽，许多全
球创新资源集聚于此，形成了网络化多层次的创新体系。

但是，粤港澳大湾区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链条首端的基础研究实力总体偏弱。
大湾区科技创新呈现“应用研究活跃，基础研究冷门”现象，专利申请量排名比较靠
前，但基础研究水平和前沿研究能力与国际一流湾区仍有较大差距，对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十分不利。第二，链条首端和中端的连接中，业界创新与学界创新割裂，科研成
果转化率低[31]。与日本（约70%）和欧美国家（约30%~40%）的成果转化率相比，大湾
区约10%的转化率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珠三角的企业大部分处于
价值链的中低端，主要以代工生产为主，自主创新及与高校资源的科研创新互动的意识
较弱，大量中小型科技企业没有核心技术，更无法生产关键零部件，企业抗风险能力偏
弱。大湾区“世界工厂”的地位面临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亟需构建以科技创新
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力、新引擎，科技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困难。链条的终端，
粤港澳大湾区受到国际产业竞争白热化、世界经济形势不明朗、逆全球化等多重压力的
挤压，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在全球生产网络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有待提升。
3.3“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传导结构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来自于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科技创新创业人
才和技术人才。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要素贯穿创新活动的全过程，直接参与
到知识、技术和产品的创造与更新的每个环节。人才聚集与人才环境改善为城市在世界
城市网络中地位的巩固与提升提供了基础条件，是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前提。

人才对其所处的发展环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有利于人才的聚
集和区域人才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城市与创新呈现螺旋上升协调发展关系[32]。区域创新
环境可归纳为城市环境和制度环境两个方面。城市环境包括平台载体、生活配套、教育
医疗等实体环境，也包括创新文化氛围、社会网络等虚拟环境。首先，城市需要可容纳

1964



9期 王 云 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视野与理论模式

人才发挥的载体和平台，包括企业、大学和非盈利组织等，充分发挥人才特长，实现人

才发展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二是能够提供良好的人才服务和人居环境，为人才的就业

和生活提供全面的服务和保障，帮助人才安居乐业。第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强调开放

包容的文化氛围，鼓励多元融合，建立勇于担当、乐于分享、宽容失败的社会态度，推

崇求新求变的创业文化和团队合作、共担共享、唯才是举的组织文化，并且整个科创中

心应努力打造“多样化的全球知识、人才枢纽”的文化形象，吸引外部人才的同时构建

域内更为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另外，人才的社会网络可以帮助知识的传播，成功的创

业经验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网络传达给创业者，从侧面促进了区域创新的发展。制度环境

则包括人才政策、营商环境、法制环境、政府监管能力和对未来发展的规划。积极的经

济和人才政策体现出了政府的作为和支持力度，持续支持企业的创办和发展，促进人才

的输入和知识的循环；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政府监管能力能够对人才的权益和良性竞争提

供保障。各种因素和政策的正确结合能够释放社会固有的创造能力，激发个人的积极

性，创造个人和集体的利益[33]，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至关重要。

人才对优越的区域创新环境的偏好，促进城市功能转型与提升，在世界城市网络中

进行角色重塑。世界城市学说认为全球城市是管理中心、专业服务和金融创新的生产中

心 [34]，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达，是跨国企业总部的聚集地。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

化、专业化的城市服务功能，超强的创新生产能力和保障能力，与全球城市的定义十分

契合。换言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既是人才发展、环境改善进而城

市功能提升的过程，更是城市或区域在世界城市网络中角色重塑的过程。全球著名的创

新集群，在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GaWC） 2018年世界城市分级排名中同样领

先，如东京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创新集群城市，世界城市排名中入列世界一线城市，位

列第10；创新集群排名第二的深圳-香港集群，在城市排名中同样入围全球一线城市，其

中香港为Alpha+级，排名全球第 3，位列伦敦和纽约之后，深圳评级为Alpha-级，位列

第55位；广州评级为Alpha级，排名为世界第27位。另外，首尔、北京、圣何塞、大阪

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世界城市排名中位置领先，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其链条首端的“人才”部分，人口红利较大，但人才红利

仍需进一步发掘。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具有较大的人口红利。2018年珠

三角常住人口增加150万，每年几十万的净人口流入中包含大量的大学生、年轻人和高

素质人才，尤其是广州和深圳常住人口增加明显，十年平均人口增幅均超过3%。在其影

响下，广东的常住人口总抚养比比同期全国平均值低5.67个百分点，仍然是全国人口总

抚养比较低的省份之一。目前，湾区正在实施“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特支计划”“扬帆

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集聚更多高精尖人才，人才红利正在逐步积累的过程当中。

在人才与环境链接的部分，湾区为吸引人才，促进人才交流与流动，采取了一系列

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计划。“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粤港

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建设等为湾区人才创造了更好的发展平台与制度环境。针对科技企业

的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界认为科技创新中心最重要的是完善的基础设施，城市对年轻专

业人士的吸引力排名第二，其次为研究型大学的存在，投资的可获得性等（表2）。税收

减免和其他政府的激励措施往往被认为是企业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 [35]，然而调查显

示，相比税收减免和政策激励，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持续有保障的专业和技术

人才通道，以及优越的创新文化生态才是科技创新中心最具有吸引力的关键要素。以上

调查结果显示出了以企业为代表的人才主体对环境提出的要求，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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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重要抓手之一。

链条中端的“环境”部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城
市化水平高，城市环境优越，正在加速形成“宜居宜业宜游”的湾区环境，有潜力发展
成为生产更加高效，服务更加专业，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更强的城市区域。然而，在制
度环境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内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法律体系、社会关系的差异性是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其他湾区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充分实现创新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突破口。从创新三主体的视角看，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央政府
的统筹协调下，涉及中央各部委、内地地方政府、香港政府、澳门政府和港澳事务办公
室多个政府部门，大学则存在由粤港澳三地各主管/监管部门负责管理的高校，企业性质
则涉及国企、民企、外企等多种企业类型，叠加差异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共同
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复杂的创新网络。从驱动力的差异看，珠三角九市中，深圳、广州
属于政府和企业双重驱动，其他城市的科技创新多处于政府驱动主导型阶段；香港和澳
门的创新活动已处于成熟期，其创新活动属于企业驱动主导型。总之，主体多样、制度
差异、驱动力不同、协同机制不足等问题使得区域内协调成本增高，为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的创新资源流动和共享带来挑战。

从城市环境到“世界城市网络”的部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
从“农业区”到“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到“世界级城市群”的转变。形成了香港、深
圳、广州等世界一流城市，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达，在金融、制造、创新、物流等各个
方面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拥有大量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粤港澳大湾区
已成长为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重要一极。然而，人才吸引能力方面，人才的多元化与国际
化不足，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能力和全球顶尖的知识生产能力仍然薄弱；在协同一体化
方面，湾区内部软环境联通不畅，难以形成合力；在国际化建设方面，湾区内科技金
融、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与国际对接能力不足等种种问题导
致大湾区的城市功能、专业服务能力以及金融和创新水平与纽约、伦敦等世界超一线城
市存在不小的差距，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管理能力和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表2 关于科技创新中心核心要素的调查结果
Tab. 2 Survey on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 core elements

排序

1

2

3

4

5

6

7

7

7

10

10

12

核心要素

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包含高速带宽

吸引年轻专业人士的城市区域

至少拥有一个研究型大学

可获得的投资资金

技术人才的通道

良好的监管环境

创业成功的先例

积极的人口增长趋势

支持生态系统（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

指导和参与创新网络（其他CEO，企业家等）

已建立的科技园区或加速器

税收减免和其他政府激励措施

选择的比例（%）

33

29

27

26

24

23

20

20

20

18

18

16

注：数据资料来源文献[35]。可多选，因此比例相加不等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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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具备一些共性的特征和规律，本文通过梳理有关创新系统的经典
理论和文献，发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要素特征主要包括创新要素的集聚（主要包
括高水平院校和科研机构等），支柱产业的多元化、影响力和引领性，政府高效的保障和
监管能力，科技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能力，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氛围，良好的基础设
施等等，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的要素之间的交叠与联系往往是创新活动的关
键，创新投入、客户需求、企业竞争、产业联系、区域发展等要素构成了区域创新的驱
动力。总体来看，已有的理论将创新系统内部的研究与外部联系相割裂，忽视了全球和
区域之间要素的关联，并且在粤港澳大湾区缺乏普遍适用性。由此，本文立足粤港澳大
湾区区域发展的规律性与独特性，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以

“科技”和“人才”为核心，串联起“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和“人才-环境-世界
城市网络”两条链式结构，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
界城市网络三重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在这三重网络中进行
协同。

在理论框架的引领下，本文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已在“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
络”链条上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基础。首端“科技”节点上，具备良好基础研究平台，正
在建设形成空间分布上集聚、学科方向上关联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创新集群；中端“产
业”节点上，大湾区高端制造基础扎实，建立了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具备创新成果孵化
的全产业链体系，优异的学习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终端“全球生产网络”节点上，粤
港澳大湾区以企业应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活动活跃，创新资源要素的全球布局与配置能
力增强，在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中实现了角色重塑与质的飞跃。但是，在“科技-产
业-全球生产网络”链条的首端存在基础研究较弱，首端和中端之间存在科技成果转化能
力较低，在中端存在发展动力不足和转型困难等问题，终端则面临着一系列外部风险。
在“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的链条中，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质量提升的阶段，链条
首端“人才”节点，表现为人口红利较大，但人才红利不足；中端“环境”节点上，城
市环境优越，但制度环境尤其是区域协调为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
出挑战；终端“世界城市网络”节点体现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服务功能和辐射范围等
方面与世界超一流城市仍存在不小差距，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应沿着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
以“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和“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为核心链条进行推进，
创造一切条件鼓励科技创新，加强人才建设。

在“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链条中：① 在链条首端应加强基础创新能力，加快
部署面向国际科技前沿的基础创新载体，按照国家科学城建设的政策导向，加强国家大
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国家级资源在大湾区的部署。积极推
动国内外顶级高校/科研结构在大湾区设置分支机构与联合办学，吸引世界500强企业研
发中心在大湾区设立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加强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瞄准国际基础前沿
与重大科技问题开展联合攻关，建立“国家实验室-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的多
层次研究网络，利用 5~10年时间，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② 在链
条中端，应充分整合大湾区现有的产学研基地、深港创新圈等，进一步放宽高校、科研
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限制，引导企业参与和资助高校的研发项目并提供制度支持。探索
向科技企业开放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校实验室等研究机构资源，建立大湾区科技资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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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网络，提升科研成果的交流和传播，着力推进产业高级化发展。③ 在链条的终端，随
着“全球价值链”特征的日益深化，以及产业集聚加速，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城
市群为载体的经济结构逐渐成熟，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依托庞大的制造业基础，聚焦
科技创新战略。实现国际创新系统各要素资源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集聚与辐射是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必由之路，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自主创新实现产
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是粤
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方向[36]。

在“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链条中：① 首端应提升全球高端人才集聚能力，建
设全球人才特区。建立全球视野的人才结构体系，提升全球高端人才集聚功能，推动人
才类型的科技化、人才发展的国际化和人才队伍的年轻化，打造具有活力、创造力和全
球竞争力的高端人才体系；加强国际顶级和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度，限制国际一般劳工输
入；加快建设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推进人才跨地区、跨行业和跨体制流动；放宽国
际和国内顶尖院校与科研机构高端人才在大湾区创业、置业的限制。② 中端应着力建设
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环境，建设更加包容的国际人才社区，营造包容开放的创新文化氛
围，以高品质居住社区郊区化推动粤港澳的多中心结构发育。通过打造优美的人居环
境，激发创新型人才的创作热情，建成世界级创新团队的向往之地；制度环境方面着重
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的创新共同体，形成区域创新合力。充分发挥广东省世界级制造业
基地的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与产品生产的优势，港澳在科技创新资源国际化、科技金融
服务产业化、知识产权保护等科技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方面的优势，以区域协同创新共
同体建设为目标，促进科技企业、人员、货物、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率先实现自由
流动。③ 终端应推进建设世界城市网络的枢纽，打造城市品牌，全面提高区域的综合性
和专业性，提高大湾区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服务范围和国际影响力。

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理论模式，重视创新核
心要素的全球组织与配置过程，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组织结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差异
性提供了解释工具。当然，此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有待实证结果的检验。未来，可在
此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传导链条的要素与模式，细化链条间的连通性，分析
链条之间的作用原理与互动模式。在实证研究方面，可在此理论框架内设置科技创新中
心分析与综合评价体系，并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全球创新资源要素组织与配置的综
合性网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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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i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model

WANG Yun1, 2, 3, YANG Yu1, 2, 3, LIU Yi1, 2, 3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Institute of Strategy Research for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 510070, China;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the region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is the
most common, the most advantageous, and the most challenging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new era.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ing stud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 Classical theories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s focus more on the interior of innovation
systems, paying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elements and organization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a
single space, but neglect the inextricable link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elements and
organizations, lacking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s combining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classic innovation system theor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with global vision for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nstituting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are the cor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dustry-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talent-environment-world city network" are two chains. Focus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ooling of talents, it is needed to gather elements of innovative resources,
enhanc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driv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improve urban functions and environments, so as to reshape the role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the world city network.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 are the core nodes of the triple networks: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world city network. To develop into 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t is necessary to upgrade its strength and position in the three
network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innovation system theories, the new
model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with both global and local
visions, in which the chain structure avoids the simple listing of elements, but emphasizes the
mechanisms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Under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double- cores
(talent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ouble-chai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dustry-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 talent-environment-world city network)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are analyzed, and the paths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i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are
proposed.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xplanatory tool for the organizi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which is a supplement to the theories of innovation systems.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eory; model;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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